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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庄子·天下》篇说，老聃关尹之道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常无有”出自《老子·第一章》：“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太一”一词当出自“一”之说，《老子·第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

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至于“太一”变为神祇，如《楚辞·九歌》或汉代祭典所说的“太一”神，则是另

一个脉络下的叙述。

②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第二卷，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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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起源与神话的类型

杨儒宾

摘要：道家是秦汉后建构出来的学派，先秦时期没有“道家”一派，后世建构出来的“道家”遂不能不有较强
的异质性。道家分为“黄老”与“老庄”两支，前者重外王，后者重内圣，但内圣与外王亦有连续性。黄帝、老
子、庄子是道家传统中最重要的三个符号，追溯道家三子的起源，可追溯到神话的源头。黄帝源于天子神
话，老子源于大母神神话，庄子源于飞仙神话，神话的源头不同，三子的思想定向也就不同。三子继承远古
的神话，也继承了远古时期积极礼仪的斋戒实践。在从巫教（萨满教）到道家的传承中，后者也对前者作了
批判的转化，三子在战国时期分别形成各自的体系，并在秦汉后被聚合成一家，即所谓的道家。

关键词：道家；神话；萨满教；黄帝；老子；庄子；大母神；飞仙；斋戒

一、诸子起源三说

晚周秦汉学者诠释诸子的起源时，主要的论点有三：一是《淮南子·要略》所说的，诸子的兴起，主
要是为了“救世之弊”，也就是为了救世应时而起；二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王官说，此说主张诸子
的来源皆可追溯到上古的各种王官，私学出自官学；第三种说法是《庄子·天下》篇的解释，庄子主张
天下的学术都源自“一”，“一”加上形容词“太”，则可称作“太一”①，天由一中分造化，道术下降为方
术，遂有诸子百家。“救世之弊”是政治学的解读，王官说是历史学的解读，“太一说”是形上学的解读。
此三说分别从空间的、时间的、超越的角度切入，着眼不同，各得其解。

《淮南子》的应时之说是将学术放在时代的脉络底下作解，这种观点下的先秦诸子的学问可以说
都是广义的政治学。我们如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时代的思潮不可能不反映时代的因素，从语
气、思维、提问题的方式以及给予的答案，莫不如此。何况，先秦诸子就像后世中国主流的学术一样，
带有很强的政教意图，法家、纵横家、农家这些带有职业导向的学派固然如此，显学的儒家、墨家也是
如此，即使道家、阴阳家这些看似玄味很浓的学派，我们观察邹衍或汉初黄老学者的作风，不难发现他
们依然带有很浓的政治情怀。胡适所以特别标举《淮南子》的解释②，认为其说鞭辟入里，是可以理解
的。和大约同一时期的希腊或印度文明比起来，先秦诸子的人间性格特别强，其学会被视为响应时代
问题而作，自有理路可寻。

《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出自正史。班固总揽皇家文献，承继前贤刘向等人的见
解，其视野特显宏阔。“王官”是职官的概念，“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是从职业的角度所作的探讨。这种
假说对诸子百家中专职性质特强的一些学派有解释力，如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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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出于理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等等，都足以自圆其说。此说的影响极大，在前代各种解释当中，
也较具说服力。“王官”可以说即是“古之道术”所在，在封建制度尚未解体、知识尚未平民化的时代，
朝廷垄断了所有的知识。知识世袭，王官主持，各有专业。一旦天子失权、百官失职以后，“学”才会散
在四野，这些走出封建体制范围的知识很可能就是尔后大部分的学派发展出的义理之源头。
上述两说皆起源甚早，对不少学派的解释也有说服力，在各学派溯源工作中，这两种说法也得到

较多的回响。但两说如果没有再加上有力的补充说明，它们对于哲学内涵特强的学派如儒家、道家，
其解释效率就相对的较为薄弱。如就“王官”假说而言，儒家重视教育固是事实，儒家与司徒之官的关
系似乎可牵引得上。但作为儒门核心价值的“仁”之体系，总有道德意识的觉醒这个内核，这个内核却
很难说一定是从教育的职业中衍生出来的。同样的，道家（尤其是老子）对于世事之阴阳消息不能说
没有兴趣，韩非子《喻老》篇对老子所作的世故精熟之诠释，虽然可说是误解，却不是没有理路。然而，
作为道家核心概念的“道”之形上学义涵，或遮拨路线“为道日损”的工夫论主张，如何由史官的职业推
论出来，此事终不可解。如要连结上关系，至少要再加以曲折诠释，曲折诠释的效果通常也就不再有
多强的说服力。
至于这些儒道诸子所提出的心性论或形上学的理论如何处理乱世中具体的人生问题，依救世说，

其连接同样地不见得看得出来。如《易经》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或“《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云云，到
底如何从世变的关怀中衍生出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除非作隐喻用，否则，这段话如何
淑世？《老子》首章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同样论及形上原理，形上原理自然可以运用
到政治领域上去，经验界事物的存在意义需要形上原理的保障，“圣幕”可以起连结的作用①。然而，
前人所说的救世说多少带有反应说的意味，智不周圆，像老子那般有无双彰的形上学主张与救世的理
念如何衔接？这个问题同样相当神秘，救世说依然无解。
庄子的“诸子百家源于太一”之说做的也是某种知识考古学的工作，战国时期的每个学派几乎都

相信，也都被认为其学派前有所承。无疑地，相对于“救世”说及“王官”说，庄子的主张较特别，他的
“太一”一词乃是自形上学的观点立论。严格说来，“太一”不是时间向度内的概念，因此，自无“古”
“今”可言，也不存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发生过的源流或影响关系。庄子将历史发生学的概念转换成本
体论生成的概念，着眼点甚高，在战国秦汉的各种溯源的学说中，《天下》篇能赋予文化现象以精神发
展的意义，哲学内涵特别丰富。以形上学的视野取代历史的解释，这种置换不易为经验科学导向的学
科所接受。但像“道家”这种具有高度心性论、形上学兴趣的学派很难在一般的经验性学科里找到源
头的，庄子从心性论、形上学内涵的角度切入，提出太一说以解释之，反而切题。庄子的胆识不但远远
超越了战国秦汉的时代，即使放在后世玄学大兴的年代考虑，《庄子·天下》篇解释学术兴起的洞见仍
是戛戛乎独造，难以企及的。
然而，哲学的洞见不一定是历史的洞见，到底“道家”一词的名与实都是历史的产物，“道家”一词

的内涵不管再怎么玄，它的性格不能不带上浓厚的文化风土的色泽。历史的问题回到历史里解决，我
们讨论道家起源的视角只有放在历史的角度下观察，身为战国学术主轴之一的“道家”的性格才可突
显出来。学术史论先秦诸子百家的起源时有各种的提法，经验的解释与非经验的解释皆有。救世说
和王官说解释了部分的学派兴起的背景因素，但无法进入哲学体系内的层面，太一说可以逻辑地解释
战国道术的分化，无奈其解释不是历史的解释，所以和“有效”“无效”的标准也就不太相干。
战国秦汉时期的诸子起源说显然都有部分解释力，但都不够切题，它们面对共同的问题，却没提

出较周延的解答。救世说与王官说太经验性质了，无法解释思想深刻的儒、道学派的深刻思想如何起
来的。相对之下，太一说太非经验性质了，它具有很深的哲学洞见，辽阔地飞翔于形上学的苍穹，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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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圣幕（Ｔａｂｅｒｎａｃｌｅ）之说出自贝格尔（Ｐ．Ｌ．Ｂｅｒｇｅｒ）。参见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有落实到大地上来。但我们应该同意它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合理的，诸子百家不可能没有前身，此身与
前身总有些牵牵扯扯的关联。就像世界各文明所出现的状况类似，哲学的兴起总有哲学之前的阶段，
我们不能不进入这个混沌的沼泽摸索探险。

二、哲学之前的哲学：古之道术

在“哲学”兴起之前而又带有原始的心性、形上学内涵的文化因素到底为何？我们很容易想到“原
始宗教”。因为在文明初期的阶段，宗教垄断了各种知识的体系，离开了宗教，政治、历史、艺术、文学
皆无法解释，宗教可说是文明之母。
现代学界使用的“宗教”一词虽然是中国古老的词语①，不是外来语，但历史上更常见的用法是

“宗”“教”分别使用，三教是三教，教下的各宗派是各宗各派，两不相混，两词合构成复合名词的用法大
抵还是受到西洋语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的译语的影响。但无其名不表示无其实，诸子百家前的“原始宗教”阶段
说并不特别，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多已道及。但由于现代意义的“宗教学”概念成立较晚，它要形成一
个有效的解读概念不能不迟至民国，其内涵才逐渐成形。现代的诸子百家的起源之说与宗教学、人类
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的建制，乃是同一段思潮下涌现的两种文化现象。
民国时期，新的学术机制形成，新的学术论述大量涌入中国，有关先秦诸子起源的问题再度形成

讨论的焦点，“道家与原始宗教关系”的假说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由于民国时期学术规
模的扩大以及视野的扩大，学者对诸子源头的解释更形多元，管见所及，“巫史说”“职业说”“礼说”“图
腾说”“一心说”“周文疲弊说”诸说纷纷被提出来过。“职业说”可视为“王官说”的修正版；“周文疲弊
说”则是“应世说”的精进版；“一心说”则是“形上之道”说的另一种体验形上学的修改版。除了继承前
修之言再行改进外，其中“礼说”“图腾说”可视为建立在原始宗教的实践面上的解释；“巫史说”主张的
面向则是原始宗教的组织面或职官面；其余诸说之于原始宗教，也是“概乎皆尝有闻者也”。不同的作
者所下的解释竟然有殊途同归之势，这是新时代学风形成的优势。１９世纪纷纷兴起的人类学、宗教
学、考古学、神话学等新兴科学，透过了西学东渐，汇入中国，适时地提供了当时士子新的知识养分，这
些新兴科学的新说已变成知识界的有机成分。

“原始宗教”是个笼统的语言，用在古代中国的情况，或可称为“巫教”或“巫风”。许慎释“巫”云：
“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②祝的工作以口告神，传递讯息，许慎云：“祝，祭主赞词者，从示
从人、口。”祝是沟通阴阳两界的媒介，上古最早的知识人之一。“巫”“祝”联用，“祝”也可视为“巫”，
巫、祝皆是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的中介人。鬼神幽渺，作为中介人的巫、祝也需有幽渺精爽的体质，
巫、无、舞三字同音，字形的演变也多相关，音同义亦秘响旁通，在有无之间、人鬼之间、身（舞）心之间
的诸种转换，有巫存焉③。巫所体现的精神表现模式可名为巫教，巫教是今人塑造出的语词，闻一多
则称之为“古道教”④。古道教的实践面即为其时之仪式，仪式有机会演化为仪礼及各种的工夫论（如
斋戒）；其理论面即为神话，神话是原始版的神学，也可以说是原始版的哲学。
巫教说对我们了解道家思想的起源有极大的帮助，其解释效率远大于泛泛而论的原始宗教说或

理性化的哲学解释。论及原始宗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１９４９后，在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学者中，唐君
毅当是最能正视中国哲学的宗教价值者，也较能注意到中国哲学的宗教源头。然而，唐先生所重者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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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道教的精神》，《神话与诗》，见朱自清等编：《闻一多全集》第一册，台北：里仁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３１５２页。



竟在儒教的义理，他重视祭祀的功能，重视礼有三本的意义，这是依成熟期的儒教概念所作的推演。

他自然也有溯源之说，如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所说的：中国哲学源于古代的宗教崇拜，天神的信
仰后来自然地转成了天道的观念①。说到底，他所重者仍是在孔子立教以后的框架内之重构，由今溯
古，未及乎从“古愁莽莽不可说”②的年代立论，唐先生的学术兴趣应该也不会落在古愁莽莽年代的精
神表现。

比起梁漱溟、熊十力等先贤对“宗教”一词的恶感，唐先生返身拥抱此词，毋宁是值得肯定也是值
得注目的转变。然而，如论及“哲学之前的哲学”之说的研究，哲学领域外的人文学者，尤其是人类学
家的贡献可能更为重大。早在中国考古学专业在中国建立，“长城之外”的文明已被视为和中国文明
有极密切的关系，李济先生生前一直呼吁不可为秦始皇的一道长城所误，中国文明的线索不能局限于
后世的中国疆域③。“长城”之外的早期文明因素影响中土者应当不少，陶器、青铜、小麦等皆有可能
受惠于西方文明，但个人窃以为影响中土精神文明之大宗当即是我们近代学术社群较为陌生的宗教
因素（如萨满教），或许这些宗教因素不见得可以证实是西来的，但却可以说是不能以地域、族群归类
的。民国时期重要的人文学者不少受西来假说之影响，闻一多即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华冑来从昆仑
颠，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国歌反映了当时知识界跨越地理与历史的
双重界限，解放桎梏，寻求文明源头的思潮。

然而，我们今日如论及宗教生活的内在面，思考“宗教生活与精神活动”的关系，就笔者浅见所知，

或许也受限于自己的阅读范围，１９４９后渡海来台的凌纯声④、苏雪林⑤、张光直⑥等人提供的思考可能
更值得注意。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跨迈旧知识典范的遗风，接受了更广阔的新兴思潮的刺激，形塑了
重要的学术范式。在他们的研究中，提供了“象征”“精神变形”此种精神价值的理念，视野从中国拉长
到西亚或中南美洲，材料从文献延伸到文物，而焦点多汇注到“巫教”此一板块。学术想象力丰富，领
域又踏入史前时期，自然难免碰到征实困难的窘境，也不可能达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但另类视野的解
放效果是很明显的。

“从神话到哲学”是普见于各古文明的历史行程，本文的着眼点也在此处。但笔者接受《庄子·天
下篇》的提示，对于哲学之前的神话或原始宗教阶段，称作“古道术”的年代，“古道术”的内涵和闻一多
所说的“古道教”相当，其语改写自“古之道术”一词。庄子论战国诸子的源头时，都溯源到“古之道
术”。“古之道术”一源多相，“一源”意指诸子百家的起源皆可溯至“一”（或称“太一”），这是形上学的
主张，不同的学说分享了共同的精神价值，都是“道”的某种层次的展现。“多相”则意指庄子论及个别
哲人的渊源时，却又主张他们的思想源自不同种类的“古之道术”，这些不同的道术可泛称为“方术”。

庄子的“古道术”说的内涵很复杂，但我们顾名思义，有理由将此词语的内容改换成遂古时期的神话。

庄子非常娴熟神话题材，虽然他使用“古之道术”一词时，是否有意识到“神话”的存在，固难言也。当
“神话”一词还没出现时，我们很难期望其时的哲人会拥有“神话”一词所指涉的神话事实。然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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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原始天神之信仰转成哲学的天道之观点，参见唐君毅的另一长文：《论中国原始宗教信仰与儒家天道观之关系兼释
中国哲学之起源》，《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唐君毅全集》第九卷上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１５０１８１页。

龚自珍：《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此句下句为“化作飞仙忽奇阔”，龚自珍是较早注意到飞翔神话与远古时期精神表现的关
系的知识人。龚自珍著，刘麒子整理：《龚自珍全集》第九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５３页。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后记》，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太平洋上的中国远古文化》，《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台北：联
经出版公司，１９７９年，第３３５３４４页、４０９４１５页；《台湾土著族的宗庙与社稷》《中国祖庙的起源》，《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
平洋文化》下册，第１１１７１１９１页、１１９３１２４２页。

苏雪林：《楚骚新诂》，台北：“国立”编译馆，１９７８年。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３年。



术为天下裂”的时代毕竟离神话当道的年代仍相对地不那么远，齐谐之言仍在①，《山海经》旨义可征，
庄子不可能不知道个中的内涵，我们使用后出的新名解释原已存在的文化现象，不见得就没有更强而
有力的解释力道。透过词义的重组，本文将“古之道术”视为遂古时期道家几个重要的神话类型，并没
有说不过去之处。
庄子论天下学问的源头时，他立下总体义的“太一”，以作为学问的总源头。这种总源头的“太一”

不是经验述语，它是无从印证的。能印证的，也就是可以成为经验性论证题材的，只能是各种类型的
神话，所以他一一溯源到遥远时代的神秘模型。当时的天下有多少学术，遥远的上古即有多少相应的
学术模型，《天下》篇的解释神秘难解。如果依费尔巴哈式的理解，也许可以说上古学术模式乃是现世
学术的异化所致。但这种模式的解是解了，庄子的意思却不容许如此理解。和费尔巴哈的假设相反，
庄子是实实在在地主张上古乃现今的原型，古之道术引导当代学术发展。两者的关系就像宗教领域
中，天界常常成为尘世的原型一样，宗教圈内的理解和圈外左派学者的理解着眼点大不相同。宗教人
的原型总是在时空格局之外的，乐园常处于此世之外的神山仙岛，一种非人间性的空间是此世愿望的
对口单位，中国古地理传说中的昆仑仙山与蓬莱仙岛即是著名的案例。相同的投射机制也发生在时
间的向度上，对应于当下尘世的存在，历史源头的阶段常被视为天人一体同春的乐园时期。在古希腊
与古印度文明，历史的黎明期常被视为“黄金”时期，尔后即逐渐沦为白银、铁器时代云云②。时间语
汇的“上古”和空间语汇的“天界”之功能是相同的，它们是更基源也是更圆满的存在，就学术领域而
论，上古时期的这些或这个模型即称作“古之道术”。

“道术”的“道”字常见，各家各有解说，莫衷一是，韩愈所谓“虚义”者也③。这种词汇的哲学内涵
或许不易了解，难以取得共识，但“道”字的语词意义却不难理解，“道”就是道途之意。“术”字也常见，

它在后世哲学史上因为没有占据太重要的地位，所以容易被忽视。然而，我们如果将此字限定在战国
学术史的脉络来看，“术”字还是蛮重要的。此字有一批家族成员，如“心术”“方术”“治术”等等，这些
词语在战国时期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些家族语汇中的“术”字几乎都可用“道”字代替，如“心
术”即为“心之道”、“治术”即为“治理之道”云云。事实上，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术”是“邑中道也。
从行，术声”。所以它的本义也是“道”。“道”“术”两字联用，作为统名的“道”与作为别名的“术”组合
而成“道术”一词，它作为遵行的途径之意更明显了。比起“方术”限于一“方”，“心术”只行之于“心”之
作用，“治术”唯辨析政治上的治理之术，“道术”可以说是超越一切分殊表现之上的道本身的规范，它
具有“总摄”或“母体”的地位。茫茫坤土中，有了道路行经其间，浑沌凿破，即有原初的目的，也就有了
原初的秩序。
如果道术具有总摄原初秩序的“母体”的意义的话，那么，它与其他各分支的学问的关系，应该就

是母与子或总与别的关系一样。在《庄子·天下篇》中，“道术”与“方术”的关系，正是这种母∕子或总
∕别的关系。方术者，一方之术也，“方以类聚”的分殊化之学术也。庄子在这篇综论战国学术的鸿文
中，将当时的诸子学说皆归源于“古之道术”。就个别的学派的源头来看，每位哲人所承袭的“古之道
术”有别，各有方术。“古之道术”因此像是集合名词，它由各种内涵不同的方术汇聚而成，不存在单一
的古之道术。事实不必然，《天下篇》论及学术源流时，它是从形上学的观点立论，就像万物出于道一
样，天下的学术也出于道。《天下篇》特别称呼此道为“一”，“道生一”，“道”与“一”为同位异义之指涉。
庄子所说的“道术”只能是“道”，是“一”，其相固有多面向，所以对应于各派学说而有各种“古之道术”，
也就是各有方术，但各种古之道术其本质只是一种道术，原则上，各种方术皆可相通，庄子借此批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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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谐者，志怪者也”，语出《庄子·逍遥游》，庄子引其鲲化为鹏之神话以畅述转化现实以至逍遥之境之义。

耶律亚德：《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杨儒宾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第１０２页。

韩愈：《原道》：“道与德为虚位。”《昌黎先生文集》第二册第１１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８１页。



时划地自限的学派风气①，《天下篇》的学术格局特别广阔开明。庄子论道术与方术的关系，很容易令
我们联想到后世体用论所述及的体∕用关系。

民国以来的学风讨厌“古之道术”的溯源方式，不管就政治思潮、学术观点或就社会风气的演变来
说，溯古常被视为保守、封建、停滞的病征或是病症，２０世纪的主流思潮可说是线型的前进史观，更精
确地说，也可以说是进化史观，严复、胡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多少可从此一观点切入。庄子
的观点恰好相反，广义来说，也许近现代之前的史观都不作线性的进化史观想。他们毋宁认为：创造
力是和“古之道术”的认定捆绑在一起的。溯古所以创新，逆返所以开源。耶律亚德（Ｍ．Ｅｌｉａｄｅ）认为
线型时间的创新性是现代文明，恰当的说法是现代西方文明才有的观念，古代、东方或初民的时间观
都是永恒回归的创新，因为“古”提供了人世间活动依循的“原型”，其说大抵可从②。

庄子的“古之道术”就是东周学术的“原型”，诸子百家的知识类型不同，所以“原型”也不一样。诸
子百家有多少的流派，原则上即相应地有多少的原型。庄子对每一学术流派的古之道术都有具体的
描述，但没有给予特定的标签。如果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古之道术”应指哲学之前的原始宗教，

笼统地称呼，可称作巫教。巫教的实践面是仪式，或可以旧名“礼仪”称呼之。它的叙述面也就是教义
面，可称作神话。从“古之道术”到东周时期的“天下方术”，可以简化地说即是从神话到哲学的历程，

也可以说是从前哲学到哲学的历程。
“从神话到哲学”是条直通的路途，各大文明的历史大概都依循这条途径演进，哲学的理论胚胎乃

得发展。印度与希腊的情况固然如此，“道家”恐也不例外。先秦诸子百家中，后世所谓的“道家”③当
是运用巫教神话题材极娴熟、实践工夫也深受巫教传统影响的学派。它与巫教的关系当然不是片面
的继承关系，而是断裂的继承。它在继承中批判，也在批判中继承，透过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形成了后
世所谓的“道家”的团体，至少体现了某种内部理论相互支持的学派。本文透过解析“道家之前的道
家”，借以了解“道家”一词的建构及发展。

三、黄老庄三子的双面性格

“道家与神话”的关系似乎是理所当然，落实下来，却无法那么视为当然，甚至于连该如何落实，都
很困难。关键点在于“道家”此一议题，连题目名称都很暧昧，须费斟酌。“道家”一词是两汉之后由史
官建构而成的，先秦无此学派，因此，何人属于道家的问题就不能不出现。道家如果是一个学派，它成
为学派的系谱学的条件：从创立者、人格典范、核心教义、学派经典、学脉传承，应当要有更明确的规
定。但由于后世归纳出来的道家诸子对上述系谱学的要素极少有自觉的要求，至少构成后世道家主
要意象来源的黄帝、老子、庄子、列子这几位人物及其代表的思想，我们不太知道他们所宗何经、所师
何圣、所传何徒。如果比较儒、墨两家，彼此的差异就非常明显。儒者与墨者所原何道、所宗何经、所
征何圣，心目中有没有明确的学派归属意识，一一清晰明了。这些指标在所谓道家诸子上都看不出
来，我们不容易确定他们有明显的学派意识。

“道家”一词是后世追溯出来的，先秦无此名称，后世所谓的道家诸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道家，

这是我们进入道家与神话的关系时首先要碰到的第一道难题。其次，纵使我们接受了秦汉后建构出
来的道家系谱，我们还是会碰到比第一道难题还要困难、至少是同等困难的难题，因为我们不知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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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用语是“不该不遍”的“一曲之士”。

耶律亚德：《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第１０１１０２页。他的“永恒回归”说如用以解释儒教文明的史观未必合用，儒
教确实主张对“尧天舜日”的永恒回归，但《易经》的翕辟说与《公羊传》的三世说未必可用“永恒的回归”说加以解释。“永
恒回归”与“永恒创造”的张力或许更接近儒家的历史观。
“道家”一词在汉代以后才出现，前此未闻，此学派之名与实恐怕都是后世建构成的，所以笔者在此用了“所谓的”这个形容词。



家”一词的核心要义。我们且看最早提出道家之名并勾勒其思想特色的《论六家要旨》里是如何说的：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

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眼中的道家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善，实质上乃是取得战国学派竞争最后胜利的集

大成者。但司马谈的话语能否成立，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如何界定集大成的意义。大学派之所以为大，
关键不在内容之多而杂，而是在这些杂多的内容能否成为显露实相的系统。一个综合各家的大学派
通常需要有好的配套条件相互支撑，其学说才可以深刻的。如黑格尔使用辩证法，或朱子使用体用
论，辩证法与体用论可消纳各种异质的思想因素于连续的运动中，异质思想因而可以统之有宗、会之
有元，一一化为有机的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成分。如果缺少了类似的理论利器，任何伟大的学派都不免
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沦为没有统绪的杂家。
秦汉史家建构出来的道家综揽诸子、纠合群说，无疑地与西汉早期黄老道家成为官方主要的治国

理念有关。一个扫平动荡的新兴帝国需要一个统合百家竞鸣的新兴学说与之配合，“道家”之名因此
而起。“道”作为一个最高位阶的原理，在先秦时期已酝酿了许久，它成了诸子的共法，儒家诸子以及
后来归纳出来的道家诸子对此概念的贡献尤大。这个概念成为“道家”的私产，那是后代历史的事。
“道家”的成立和帝国的兴起有关，统一各分割势力而成立以“汉”为领导的郡县体制的大一统天下，和
整编天下学问、成立九流十家的谱系而统一以“道家”为首的学术版图，乃是同一桩事件的两种工程。

“道家”一词既然是秦汉后才追溯出来的，其组成人物与思想不必然是依学派内部的理路发展而
成，而是相当程度由帝国的史家依政治需要综合而成的，这样的组合要组成一组核心而有机的体系，
无疑是桩高难度的工程。我们看《汉书·艺文志》“道家”名下所列的典籍，即可见出其内涵之复杂。
但就对后世深远的影响而言，《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当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四部被唐人视为圣经
的经典如再整合，《庄子》《列子》可列为一组，因为《列子》文字与思想颇多承袭《庄子》思想，所以《庄
子》可以统合《列子》；《老子》《文子》可编成一组，文子为老子的学生，所以《老子》可以统合《文子》。后
世老庄并称，确实有文献学依据。在老庄并列的基础上，再加上上世纪马王堆出土《黄帝四经》①，“黄
老”并称的黄帝一系的经典有了着落，“黄老”学派的宗旨大体就此明朗，“道家”的结构从此有了较为
明晰的面貌。由“黄老”“老庄”这两组流行的词汇看来，黄帝、老子、庄子三人联用，他们可视为“道家”
一词的核心因素。不管黄、老、庄这三位宗师与其名下的经典是怎么样的关系，但三者当作道家人物的
象征，应该是合理的。我们讨论“道家与神话”的关系，因此，可集中在这三位道家人物身上。
对论道家思想，首先不可能不谈到老子，老子是后世道家或道教系谱学建立的总枢纽，却也是道

家思想歧义特多的主要因素之一。道教与老子的关系姑且不论，即使仅放在学术史的角度下衡量，
“如何理解老子”即是桩费力的艰巨工程。因为老子放在政治领域定位，尤其如与“黄帝”结合，成了
“黄老”一词，这种“黄老”联用的老子即是位政治思想家。而且“黄老”还不仅是空想的政治理论，它曾
经在汉初的帝国建制中，发挥很大的影响。但老子如放在中国后世常见的性命之学的领域下定位，尤
其他的思想如与庄子连结，而有“老庄”一词，这种“老庄”名目下的老子即一变而为体证有得的高道，
他为了人的自我救赎而发声。“老庄”联用下的老子常被视为反体制的、脱离政治的，恰与“黄老”的老
子之旨意大异其趣。“黄老”与“老庄”的“老”同名而异出，两者必有分矣！
我们目前所知最早对老子作综合评价者当是庄子，庄子在《天下篇》中说老子的学风如下：（一）

“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二）“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三）“以
濡弱谦下为表”。根据以上的描述，我们理解的老子是位以心性—形上学为思想核心并影响了整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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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７２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一批珍贵文献，其中即有与“黄帝”相关的典籍四篇，唐兰认为这四篇文章即是失传已久的《黄帝
四经》，唐兰的定名目前尚未取得同行的共识，但不失为足以成论的假说。参见唐兰：《黄帝四经初探》，《唐兰全集》第四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６６６１６７３页。



活方式的学界巨子，他提出了“太一—无—有”这组具高度笼括性的概念，也提出了遮拨的工夫论进路
以及相应的心境，另外，当然也提出日常行事当谦冲柔弱的道德法则。庄子眼中的老子是位典型的遮
拨型（或读作“消极型”）的哲人，这样的哲人透过遮拨感性、智性的历程，最后可呈现某种形上境界，此
即“太一—无—有”的层次，这是未分化的“天地之根”①。
相应于这种遮拨型的进路，我们发现“老庄”并称的老子的政治哲学也相应地被诠释为一种回归

自然的、反文化建构的、原始的素朴主义之思想。从东汉末的张衡到正始、中朝名士的何晏、王弼、阮
籍、嵇康，他们都从《老子》书中找到一种抗衡当时社会价值体系的理论因子，这样的理论基本上是当
时主流的礼乐文明之反命题，它反礼义、反社会组织、反自我规范的体系等等，这样的诠释间接地指向
了针对当时的统治集团的批判。当代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学者，大体亦认为老子的政治哲学是种
遮拨性、抗议性的哲学，是无政府主义的滥觞，这样的思潮推到底即出现无君论、无世界主义、彻底的
素朴主义之解释②。

“消极哲学”的老子固然有文本上的依据，也有源远流长且强而有力的研究史之支持。然而，另一
种以“积极哲学”眼光看待老子的观点也很早就出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作《史记》为老子立传
时，已提出其学为“君人南面之术”，法家诸子如慎到、尹文、韩非都受到他的影响。司马迁两百年后，
班固作《汉书·艺文志》，他将道家思想的起源推到远古的“史官”传统，因为史官娴熟历史的兴衰起
伏、政治的良窳变化，对客观情势有较恰当的理解，因此，他们可以掌握一种超越现实状态之上但又可
加以规范的“道”。班固的着眼点虽然和司马迁不同，但他们同样认定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政治哲学，而
且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哲学，可有效地规范人间秩序。
司马迁、班固的老子观绝非自我作古，他们的论点毋宁反映了汉代极流行的说法而已。事实上，

早在战国时期，已有一批哲学家从君人南面之术的角度诠释老子。最明显的例子是传说为老子学生
的文子以及第一位系统诠释老子哲学的韩非子的《解老》《喻老》诸篇。《文子》开宗明义第一篇《道原》
篇解释《老子》２５章有名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一段名言时，说道：“夫道者，高不可极，深不可测，
苞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泏泏，冲而不盈……”兽得到道才能跑，鸟得到道才能飞，国君得到道才可
“内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业，与天为邻”。这样的道具足了十足的动能，它有建构的作用，而且所
建构的领域不仅限于自然秩序，也见于政治秩序。在《道德》一文中，我们甚至看到文子假老子之口，
畅论起仁、义、礼、圣、德的德目来了。这样的老子形象，恐怕连老子本人见之，都会觉得有些陌生。但
我们不会忘记一件残酷的事实：文子可能是老子最重要而且有完整文本流传于世的弟子。
同样将道视为君人南面之术的情况也见之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诸篇，由于这两篇最早诠

释《老子》的篇章研究者已多，重要论点大体已被反复论证，本文不再细论。我们只要提出一点，观看
韩非子如何诠释老子的“有国之母，可以长久”，即可略窥其老子观之一斑。韩非子《解老第二十》中
说：“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韩非子所理解的道绝非遗世而独立，深根宁极的精神
理念。恰好相反，它有“术”，是位政治工程师。人君想了解如何治国（“所以有国之术”），绝不可能脱
离道的建构的功能，道是母，治国之术是子。道之于韩非子，就像上帝的自然律之于一神论之国家，其
地位甚至超过宪法的层次。
道所以能够“有国”，有主客观的因素，主观的虚静之道姑且不论。客观面而言，乃因道具有规范

性，笔者上述所说“自然律”，韩非子或许会称之为“理”。我们不妨看韩非子如何解释“道”“理”与“万
物”的关系。在《解老第二十》中，他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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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郭店出土《老子》：“天地根”作“天
地之根”。笔者认为“天地之根”即是神话学所说的“宇宙轴”（Ａｘｉｓ　Ｍｕｎｄｉ）。

无君论为鲍敬言提出，无世界主义见阮籍：《大人先生传》：“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霣兮日月隤，我腾而上将何怀。”《阮籍集
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１７８页。



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这就是“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理”要各安其位，这也
是“理”需要“道”统之的原因。这里所说的“道”，虽然创生的性格并不太突显，但无可否认的，它有强
烈规范义，有凭依义，万物必须恃道而生。如果不论道的实质内容，而单论道、理与万物的关系，韩非
子此处的论述与程朱理学所述者可以说没有两样。

在战国晚期，类似韩非子、文子这类的老子观并非少数，而是相当流行的说法，我们在《鹗冠子》
《尹文子》《慎子》诸书上，都可看到类似的语句。所谓黄老道家的流行和“法家”人物，或者裘锡圭先生
所说的“道法家”人物的推动①，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而这样的老子观经过晚周、秦、汉之际的思潮的
推移，到了两汉，它居然成了大宗。我们看到在政治上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的老子，他早已不是“自
隐无名为务”，僻处朝廷一隅的柱下史，而是规划未来天下大势的国师，更直接地说，是另外的一位“素
王”。

一位老子，两种面貌，这样奇特的现象却是思想史的事实。也许我们现在应该严肃思考王利器先
生的判断是否合理。他说战国时期有两位老子，一位是关尹、老聃的老子，一位是黄老的老子②。王
利器的“关尹”乃依据《庄子·天下》篇的“关尹、老聃”的学风而来，与今日传世的《关尹子》无关③，关
尹其人，其学绝传已久，在后世几无影响。笔者认为他所说的“关尹、老聃”的老子不妨改换成“老庄”

并称的老子④，老、庄在魏晋后乃三玄之二，特畅玄风。“黄老”与“老庄”，两位老子虽然依据同一文本
而生，但一位是消极哲学的老子，一位是积极哲学的老子。两位老子除了票面价值相同外，根本的价
值取向是有相当差异的。

“君人南面之术”的老子和黄帝的形象结合，落在物质的文本上来讲，也就是《道德经》五千言和
《黄帝四经》的结合，此结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奇特的事件。“黄帝”是战国时期出现频率极高的
古圣王，司马迁《史记》的《五帝本纪》起于黄帝，黄帝被视为中国历史之祖。中国文明的诸多发明都被
归类到以黄帝为核心的群体之下，这组群体包含发明蚕丝的妻子嫘祖，发明音乐的伶伦，发扬医药的
岐伯，还有发明指南车的黄帝本人，黄帝君臣发明器物之多，不及备载，“黄帝制器”成了中国史上关键
性的事件，黄帝其实也是中国文明之祖。在《易经》中，黄帝也以“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形象出现于历史
舞台，黄帝成了治世圣君的符号，黄帝和儒家的圣王道统也有些断续寒砧断续风的牵扯。

作为中国文化最显赫的政治符号之一的“黄帝”在儒家传统的文本中确实面目模糊，儒家的经典
除了《易经》等少数经典外，先秦儒家主要人物的孔、孟、思、荀的著作中，黄帝的形象几乎无迹可寻，相
对于“黄帝”形象在当时思想界活跃的盛况相比，儒家人物对黄帝的缄默不语，毋宁是相当独特的。笔
者认为，这种难得的缄默和战国时期“黄帝”奇特的政治性格有关。所谓奇特，意指黄帝形象带有浓厚
的暴力及非理性的内涵。无疑地，战国时期的黄帝确实也可以是位文明的、道德的人君，否则，他的意
象不会出现在《易经》此部圣经中。但作为国族整合象征的君王，黄帝对权力意志的运用———尤其运
用战争，也是很在行的，而且面目更清楚。黄帝征蚩尤，征炎帝，征四帝，文明的黄帝居然也是位兵神。

除了兵神的形象外，黄帝的权力意志还显现于对生命的经营，“长生”说往往和黄帝之名连结在一起，

医经多挂黄帝之名，《黄帝内经》至今仍是中国医药的圣典；炼丹术也多挂黄帝之名，《黄帝阴符经》此
部怪书也是中国炼丹术的要籍，“且战且学仙”甚至成了黄帝重要的公共形象。黄帝既是摧毁生命的
兵神，也是拯救生命的医神，这种矛盾的性格是“黄帝”一词极突显的公共形象。

老子与黄帝结合，主要的因素之一在于两者拥有共通的“虚”“无”的思想，细节下节再谈。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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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文史丛稿：上古
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２０１１年第二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第５９８０页。

王利器：《汉代的黄老思想》，《晓传书斋文史论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５９１６６页。

今日传世的《关尹子》当是伪书，参见张心澄编著：《伪书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第６９０６９４页。

王葆玹：《黄老与老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外，笔者认为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政治的权力意志。黄帝是权力意志的象征，我们由马王堆出土的《黄
帝四经》看得极为清楚。如果没有这批出土的帛书，我们对曾盛极一时的“黄老思想”其实了解得相当
有限。至于《道德经》五千言为何会带有权力的基因，直接从《老子》文本推演，不见得可以解得出来。
但我们可以确定至少在战国时期，《道德经》一书已被作了强势的政治的解读。它是性命之书，但也是
另类的治世宝典，是道家版的《资治通鉴》。老子的虚无之形上学主张正好补足了太过刚强的黄帝思
想之不足，黄帝思想可操纵性的法天、尚刑名、重刑德之论则可引导柔弱谦下的老子脱胎换骨，进入政
治领域。黄老连手，刚柔相济，一种具有独特形上之学的权力意志哲学即现于世。
如果一位黄帝既可以化身为文明的、救人的圣王，也可以化身为摧残生命的战神；一位老子可以

化身为帝国的政治设计师，也可以化身为追求深根宁极的解脱之道的隐士哲人。两者排列组合的模
式不同，呈现出的思想面貌即会迥然相异。道家的“黄老”概念极暧昧，带给后世读者颇大的困扰；很
不幸的，同样的一位庄子也可以化身为面貌相去悬隔的两种哲人。一位是消极哲学的庄子，他是老庄
并称的那位哲人，竹林七贤爱戴的南华老仙；一位是积极哲学的庄子，他是可以和孔子连结为“孔庄”
的哲人，晚明觉浪道盛、方以智师徒特别表彰的那位儒门内的庄子。消极意义的庄子乃是《史记》记载
的那位哲人，这位哲人要么弃世绝俗、游方之外，成为体制外的疏离者，要么就对构造儒家思想核心的
礼乐刑名持着抨击否定的态度，成为体制外的异议者。积极哲学的庄子，我们也可称作天均哲学的庄
子，或是“乘物游心”的庄子，他是位胜义的“游方之内”的哲人。他以独特的哲学语言与生命之姿，曲
折地活化了孔门大义，树立了另类的人文精神之旗帜①。
庄子与孔子连结为“孔庄”和与老子连结为“老庄”，两者的性格自然大不相同。关于孔庄连结的

内涵，笔者已另有专书《儒门内的庄子》探讨其义，而且其内涵与本文关系较遥远，可以搁置不论。至
于“老庄”并称的庄子与老子自然仍有显著的差异，老子神志内藏，幽远无名，庄子的核心思想则是动
态的哲学，气化日出，游于新新之途，两者的差异那么显著。这么显著的差异使得“老庄”并称之奇特，
其特殊不下于“黄老”并称。问题是气化日出，不断超越以后的庄子如何走？走向永远的气化之流，不
涉及人文领域的逍遥者？还是走向一种保全此世未异化的价值的具体的逍遥②？不管走向如何，但
“老庄”连用的庄子毕竟和老子共同分享内潜神明，立于不测之渊的修行境地。两人共享的性命之学
的成分是相当浓厚的。
后世传颂的黄帝、老子、庄子三位道家宗师都有两种形象，这种暧昧的情况显示“道家”一词充满

了其他学派少见的内部的矛盾性格。本文尝试建构黄帝、老子、庄子著作中反映的神话类型，并追溯
作为诸子的黄、老、庄三子与这些神话间的关系。笔者相信连结的关系是可以找到的，黄、老、庄的意
象的矛盾性也可以从不同的神话类型中寻得轨迹。

四、道家三子三神话

道隐无名，但黄、老、庄三子的著作现在都可看到，而且都发挥过历史影响，其学说非隐亦非无名。
如果从语言表达的意象着眼，上述这些道家大师的著作无疑都有神话的因素；就叙述的观点看，庄子
提供了最丰富的神话题材，出土的《黄帝四经》次之，老子又次之；但如果从意象的神话象征着眼，老子
提供的线索却特别丰富也特别凝聚，远非黄、庄所能及。就整体的神话含量而言，老子不逊于黄、庄二
子。不管是从叙述的情节着眼，或是从意象的象征着眼，道家诸子这些著作的神话主轴并不难爬梳出
来。简单地说，笔者认为老子书显现出大母神神话，黄帝书显现出天子神话，庄子书显现出升天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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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

前者是道家美学的提法，从嵇康到当代的叶维廉皆持此义。后者是儒家具体哲学的提法，“逍遥”预设着此世内的“体知”，

即世界以逍遥。



三子书显现的这三种神话都很典型。这三种神话在中国其他典籍中也可找到痕迹，如《列子》之于升
天神话，《尚书·尧典》之于天子神话，《易经》的《坤卦》系列之于大母神神话，这些典籍也有类似的神
话结构。因此，我们挖掘出黄、老、庄三子的深层结构，解读其神话意义，其效用不会仅止于道家的范
围，它会外溢到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史的领域。
黄、老、庄三子中，《老子》一书出现的年代应当最早，此书的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充满了女性的意

象，这样的阴性书写之风是非常清楚的。此书中论及“道”的意象时，常用女性的意象比拟之，如言
“雌”（“知其雄，守其雌”）；“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即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云云。尤其值得注意的，在各种阴性的意象中，老子喜欢以
母—子关系比喻道与万物的关系，和许多宗教以“父”的形象比拟上帝，老子的选择显现了深层的用心。

《老子》一书不仅用女性意象形容玄之又玄之道，它还运用了一系列来自女性意象或其衍生意象
的词汇，用以形容人间的道德或世界的法则。在阴性的自然意象中，最重要的当是“水”的意象（“江海
能为百谷王”“上善若水”），或为山谷的意象（“为天下溪”“谷神不死”）云云。女性—水—山谷这些意
象连手，老子揭露了女性法则构成的世界图像，这是平远的或深凹的广漠之野。《道德经》中显性的道
德如谦冲、忍让、和平、俭啬、慈爱云云，也可以说都是女性的道德的化身。这些自然与人文意象连手，
一种神秘的玄牝哲学恍惚现于世，老子建构了中国经典中最富阴性书写意义的著作。

《老子》一书的女性意象是那么突显，这些意象的来源不能不成为学者注意的焦点，如就社会史的
进路而言，老子与母权社会的关系就被提升到议事台上来；如就神话渊源而言———笔者认为神话的解
释是较为合理的，大母神神话很可能是老子的道的论述的前身。自从１９世纪巴霍芬（Ｊ．Ｊ．Ｂａｃｈｏｆｅｎ）
的《母权论》问世以来，大母神与早期文明的关系即成为神话领域的重要议题，这个理论还深刻地影响
到２０世纪、２１世纪的女性文学、精神分析学。大母神的形象以硕乳、巨腹、丰臀著称于世，中国辽宁的
红山文化也出土过女神塑像。大母神神话中的创造者多以女性形象呈现出来，她常是大地之神，母神
即地母。她是创造神，母神创造万物就像母生子，土地孕育植物。在老子诠释史上，他的“道”到底是
实义还是虚义？“道生一”的“生”到底是否有创化义还是只有“不生之生”？直至今日，这样的争议仍
是有学术意义的。如果我们从神话母型观察，也就是从“大母神”的功能考察，或许可以得到较恰当的
理解的线索。
从“老子与神话”的观点介入老子哲学的理解，对我们了解老子的“道”到底是实有形态还是境界

形态，可以有个便利的介入点；它对我们了解《老子》到底是慈让之书还是阴谋之书，也可以提供有利
的观察点。在大母神神话中，母神常是慈悲的，但不会永远是慈悲的。恰好相反，母神也是两面的，她
既慈悲，也残酷；她既吐出万物，也吞噬万物；她是生命之神，但也是死亡之神。因为死亡是自然的本
质成分，其重要性和生命不相上下，就像春天与冬天在天道中的地位一样。母神具有女性优美的特
质：谦冲、不争、忍让、厚重……但母神也具有女性残酷的面向：多疑、忌妒、贪婪、凶暴云云。大母神意
象所具有的暧昧德性，我们大概都可在《道德经》一书中找到相应的叙述。此书会偶尔被视为蔼然仁
者之言，偶尔会被视为阴谋之书，母神神话已揭露了此双面性的源头所在。
相对于老子以阴性哲人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舞台，黄帝的形象则带有浓厚的父权上帝的因素。由

于和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系谱相结合，而且年代还被摆在五帝中的第一位，因此，在战国时期形成以
“黄帝”之名为核心的学派时，黄帝即以“秩序原理的总设计者”“规范的提供者”的形象显现出来。黄
帝作为秩序原理的显现，他首先显现为文明的建构者，黄帝集团是器物的发明者，器物的出现和文明
的曙光共显，他掀开了历史的第一页；其次，他显现为民族的先祖，中国境内有多少民族，原则上黄帝
都可成为这些民族的共祖。所有民族的脉搏中都流动着黄帝传下的血液，黄帝是一统论的象征，是国
族及种族的缔造者。由于黄帝兼具文明与国族意识的意义，不可能时常温良恭俭让，所以实质上不能
不做整编政治秩序的工作，也就是不能不做些排除非文明的因素的工作，他自然地成了夷夏秩序的制
定者。由于夷夏秩序的制定与维持不能不预设暴力介入的前提，所以我们看到黄帝意象另一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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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在于他是战争之神，是兵神。在上古的神话传说以及兵家或阴阳家的领域中，黄帝是以兵神
的面貌出现于世的。在“钦明文思安安”的五帝系统中，黄帝是唯一的战争英雄。
黄帝作为秩序的制定者，在遂古的时代他不能不介入神魔之际，也就是文明与野蛮转化的暧昧地

带。他之成为文明之祖，又是战神，这种矛盾共生的性格，大约是“黄帝”一词最费人猜疑之谜。但对
黄帝学派而言，这种矛盾的性格原本是世界的实相，是个不必再解释的现量。因为天道的规则即是如
此，天道运行有春生秋杀，月亮的变化有生霸死霸，世间的运作有兴衰起伏，人间的秩序即不能没有春
仁（德）秋义（刑），这就是刑德之论。天道是人道的准则，暴力是天道内在正面的因素，不是歧出的现
象。黄帝依天道以行事，战争是文明的另一面貌，秋霜不杀，即无来春之生意；社会缺少斗争，即无文
明之汰弱存强。黄帝是天子的原型，秉天意而生，他是天—地—人宇宙观的体现者，他行经之处，三界
中都晃动着刀光剑影。
黄帝是传说中的遂古时期的君王，出身极早，却是在中国变动最激烈时期的战国时代才大显于

世，这种时代错位的现象反映了黄帝意象独特的消息。“神话是人格化的集体欲望”①，卡西勒这句话
恰好突显了黄帝神话的重要意义，神话常被视为是非历史性的，但神话也可以是特别历史性的。神话
作为内在于人的思维构造本身的生命形式（荣格）或符号形式（卡西勒），它是始终存在的，与天无极，
不与时兴废。秩序如果是生命最深沉的渴望之一，它是一切价值依托的前提，秩序的建构的神话即不
可能不出现。在最混乱的时期，经由文明、历史长期的酝酿，作为秩序原理的最高表现者之上帝即适
时地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黄帝则是上帝的历史显像②———天子的原型。黄帝是负责总体秩序
的，破坏本来就是总体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庄子比起老子、黄帝来，他的著作更多的是叙述的情节，神话的结构更完整，《庄子》是先秦典籍中

少数神话含量极丰富的典籍之一。《庄子》书中的神话类型不少，但论其主要特色，笔者认为不能不首
推升天远游的神话。《庄子》书中的至人、神人常以升天远游的形式展开，更恰当地说，《庄子》书中的
至人、神人常带有升天远游、变形、不惧水火的能量，升天远游、变形、不惧水火三个项目可以说是庄子
至人形象最显著的特征。《庄子》书中的黄帝是升天的，列子是御风飞行的，子桑扈是登天游雾的。升
天远游神话和《山海经》所见羽人神话、昆仑神话有密切关系，和经书中所见的“登中于天”也分享了共
通的传统。昆仑山是《山海经》著名的宇宙山，它位于天地的中央，群巫自此升天下地。升天下地之群
巫自有各种的法术，所以可在重黎绝地天通之后，接续前代之神巫，飞翔于天。“宇宙山—宇宙轴之
中—飞翔升天”这组神话主题的传播极广，遍布好几州，昆仑神话是《庄子》书中的一个主要神话议题，
酝酿这组神话的文化土壤是萨满教。
飞天神话和“中”的象征分不开，但神话地理学的“中”不一定是现代科学知识下的空间地理学的

“中”。对前大一统帝国的人民或各民族而言，他们的知识所及，或者说他们的经验所及，决定了“中”
的方位。“中”的象征是唯一的，但“中”的地理指涉却是多元的。散居各地的古民族多认为自家居于
天地之中，该民族所居地区之高山也常被视为通天的宇宙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祁连山等等，都具
有通天的宇宙山之资格。《庄子》书中的登天远游神话主题除了和昆仑山有关外，我们看到另一组足
以与之抗衡的神话地点乃是东方的姑射山神话。西方神山与东方仙岛虽然一东一西，广漠相望，却又
都被认为位在天地之中，皆有通天管道。
升天远游神话是重要的神话主题，但不见得是最核心的神话主题。如果神话的基本特征乃是对

生命坚持的肯定，对死亡坚决的否定的话，一种克服死亡、强烈维系生命连续性的变形神话应当更基
本，传播得更广。《庄子》一书中含藏的变形神话的题材确实也颇为丰富，“庄周梦蝴蝶”此则有名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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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极为一例，此书的变形主题之多中国典籍中少见。除了变形神话外，我们还可想到肯定生之欲望的
创生神话。创生（创造）可说是神话题材中形上学内涵最丰富者，它扮演了从神话到形上学的转化者
的催媒剂，庄子提供的浑沌寓言就是中国的创造神话母题。《应帝王》篇言及南海帝儵、北海帝忽要报
答无面目的中央帝浑沌之盛情，日凿一窍，结果七日而浑沌死。此故事和《天地》篇的汉阴丈人因修浑
沌氏之术，为保心地纯白，不入心机，所以宁愿费神费力地抱瓮灌溉的故事的内涵，正可以相互发挥。
两者的旨义特别深刻复杂，刻划了由神话浑沌转到道家浑沌的轨迹。但《庄子》书中的神话题材虽然
很多，重要者也不少，笔者仍然认为升天远游神话和《庄子》一书的哲学思想及其来源性质，关系特别
密切，也可以说是“庄子与神话”这个议题的核心词目。
升天远游神话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以《庄子》第一篇《逍遥游》作为窥伺的窗口。有关“逍遥”义的

争辩，曾是玄学的一大辩难。笔者以“逍遥”为庄子的一大义，也是上承魏晋名士的判断。昔日名士从
佛老义理进入，我们今日转从神话入手，其重要性不减。我们看到此篇颇多飞翔的题材，姑射神人、鲲
化为鹏、列子御风等都是脍炙后世的飞翔的神话，这些神话构成了“逍遥”义的叙事结构。姑射神人与
鲲化为鹏明显的是海洋神话，也有变形神话的内涵，《逍遥游》篇的场地设定在荒远幽邈的海洋中，这
种设定可能传达了某种被庄子不经意掩盖的史实①。

“道家与神话”的议题所以重要，乃因在核心的道家议题与其来源的神话类型之间，我们可以找到
起承转合的关系，既有连续也有突破。如就上述道家三子的神话意义而论，老子的大母神原型关心的
是创生问题，黄帝的天子原型关心的是秩序问题，庄子的升天原型关心的是自由问题。创生的哲学后
裔是“有∕无”的形上学问题，天子原型的哲学后裔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问题，升天原型的哲学内
涵则是精神逍遥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是工夫论的问题。这三种神话类型与相应的哲学议题当然是相
当理想类型的，我们如仔细检查三子的文本，当然可以发现不少犬牙交错之处，未必只有一种显眼的
神话主题，庄子的情况更明显，他的表述常借助于各种神话的题材。然而，我们如观其大，上述的构造
却也不难看出来。
天道创生、政治秩序、精神自由的议题都极重要，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人类文明很重要的核心。这

些议题当然不是互斥的，一个哲学家有可能可以同时关心这三个议题，但毕竟三项哲学命题关怀者不
同。大母神、天子、升天的神话主题也不是互斥的，哲学家可能在不同的脉络里分别使用它们。问题
是上述这几位哲人被归到“道家”门下，“道家”被视为拥有共同核心关怀的学派，学派则是文化史上出
现过的文化现象，而何以这些被归纳出来隶属于同一个学派的道家人物却拥有不同的神话类型，而且
其类型又是那么典型，也就是彼此之间是那么典型的差异？这样特殊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我们不妨再落实到具体的历史阶段考察，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时常被认为反历史的神话也是有历史的，三子神话来源的类型以及所代表的历史文明的阶段相

当不同，庄子的升天远游神话应当来自于遥远的萨满教传统，萨满教是亚美狩猎文明代表性的宗教，
耶律亚德在其名著《萨满教》（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Ａｒｃｈａ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Ｅｃｓｔａｓｙ）一书中，曾特别彰显萨满
教对人类早期文明的贡献。可惜他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受到不懂中文的限制，否则，庄子、屈原当会被
列入萨满教传统中数一数二的代表。老子的大母神神话则应当和早期农业文明的土地崇拜有关，这
种神话的精神绵延流长，理论上讲，它是构成黄土文明的重要理念。老子曾被认为代表楚文化的哲
人，但就其书呈现的神话类型而论，老子和农业文明所在的中原地区，关系可能更密切。自上世纪以
来，学者论及性别议题、环保议题时，老子几乎是最常被列举的盟军哲学家，他被视为可以和儒家精神
对照的哲人。但我们如果观察其哲学所出之神话，却发现它和农耕文明的地母神话之关联颇为密切。
黄帝神话的依据属于不同的范畴，它代表的不是游牧、农业这种产业发展期的概念，它属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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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或政治神话。它的内涵是文化英雄神话，也是始祖神话，更重要的是与整体秩序的渴望有关的天
子神话，这种渴望统一原理的神话与文明的建构有关，天子原型的政治神话当属于政治神学的范畴。

神话话语在２０世纪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出现，常用于对照过度人文化的儒家价值体系，它指向了非
人文化的方外之域。但神话其实不只扣问自然界的起源问题，它也扣问社会的核心议题。政治神话
是神话千面中极重要的一面，中国又是“普遍王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Ｋｉｎｇｓｈｉｐ）极浓的文明①，天与天子的纽
结既紧且远，杨向奎说初期阶级社会，“统治者居山，作为天人的媒介，全是‘神’国，国王们断绝了天人
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他就是神，没有不是神的国王”②。为什么没有不是神的国王？因为
神话的建构原理或原理之一是社会，社会会对整体秩序的渴望即有上帝在人间显像的天子原型，黄帝
此天子神话是解释集体欲望与文明建创关系极有指标性的案例。我们有理由相信，黄帝神话出现的
时期应当是中土政经局势进入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开始统合的阶段，战国时期的动荡不安恰好提供了
大一统思想的温床。

老子的大母神神话、黄帝的天子神话、庄子的升天神话，这三种神话如果分别指涉农业时期、帝国
建制时期、狩猎时期，这三种神话出现的时期是否可以依历史时间的序列排序而下？它们与三子在历
史阶段的意义是否同构的？它们彼此之间的源异何以最后竟得同流？何以黄老—老庄竟可连结成道
家学派？我们爬梳了道家诸子的神话源头，但这些神话似乎带给我们更大的困惑。

五、虚静与斋戒

如果神话的类型有发展的关系，它与社会型态相呼应，那么我们透过历史发展的顺序，上述三组
看似孤立孑遗的神话或许有条贯穿的线索。庄子所出的升天神话代表最原始的萨满教类型，老子所
出的大母神神话代表早期农耕文明，黄帝神话则不能不预设文明发展到国家甚至帝国的建构。但三
子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年代和地区，似乎与其思想所出的神话类型之年代与地区不合，如庄子年代在老
子之后，其神话型态却相当古老；黄帝被设定为文明之祖，年代远在老、庄之前，思想的定型则在老子
之后。我们至今仍找不到较有说服力的知识社会学的材料，足以建构出他们何以被归为道家的社会
学依据，比如老子与母权社会的关系，或庄子与狩猎文化的关系。所以他们何以能够合为道家？这个
困扰人的问题依然存在。

由“黄老”与“老庄”得名的情况判断，我们有理由认定“道家”的构成是分两阶段形成的。在前身
阶段，“黄老”与“老庄”两者分别在不同的脉络里各自成形，各有主张；到了秦汉以后，再统一在“道家”

名目下的。在战国晚期，我们已看到一种名为黄老的政治哲学，此学有帝王的心性修养之术，有建立
在天道运行上的宇宙论，也有务实的政治技术③，这支学问甚至还得到了一支更重政治功能的学
者———如慎到、商鞅、韩非子等人的支持。但约在同一个时期，也有支学问将老子和关尹之学结合在
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将老子和庄周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关心性命之学的学
风。“黄老”在战国晚期显然是显学，很可能在儒、墨之外，此学可以另立一宗。关老（老庄）之学不那
么显著，但观《庄子·天下篇》所述，关尹—老聃—庄周依序排列，他们也构成一个系谱。

在战国晚期，上述这两股学术论述都是存在的，老子是交集，但有老子交集在内的两股学术主张
却似乎是平行发展，黄老自黄老，关老自关老，偶有奇特的交集（如《庄子·在宥篇》提到的“黄帝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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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成子”），其交集却非决定性的。黄、老、关、庄四子没有被绾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名称的学派。
“道家”学派之名要到秦汉大一统政权成立后，司马谈、司马迁、刘向、班固等人才将他们结合在一起
的。他们当时所理解的道家基本上是黄老道家，庄子是黄老道家的教外别传，依司马迁所述，他扮演
的是政治哲学领域内的体制批判者，“老庄”连用的玄学形象在两汉时期是相当薄弱的。
被后世扭结在一起的道家之学不免芜杂拼凑，其连结力是外加的，恍若汉家刚一统天下分割势力

时的政治场景。然而，如果我们从精神的发展着眼，或许可以找到另一种理解的切入点。就老、黄、庄
的显性主张而言，三子所代表的精神层次是不同的。老子的大母神类型意指深层意识的自我同一，庄
子称作“澹然独与神明居”，能指与所指同化，世界进入无差别的浑茫中。黄帝意识代表的则是理性的
升起与强化，理性收编了非理性意识的蛮性力量，再与权力结合，进入文明世界，与群魔争雄。落在历
史阶段讲，则是战国七雄因黄帝之名，彼此相持以争霸。庄子的气化意识也是从深层意识的自我同一
中走出，但其走向乃非权力的，或是去权力中心的。他的主体是脱个体性中心的，它参与了气化的流
行，游化世界。神话发展的历史系列和精神代表的阶段，其逻辑构造并不一致，我们似乎找不到三者
的连结点。但黄帝的天子神话出自蛮性的无之主体，庄子的游化意识自浑沌意识中升起，老子的大母
神意识更是常居未分化的浑一之中，他们的显性表现是否可以从无之意识而出，各自发展？或者是他
们的思想始终立足于此不测深渊之基盘上？

我们看黄、老、庄三子的神话所代表的意识构造模式，它们露出于此一世界的面向诚然不同。但
司马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这样的定位却仿佛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有用的线
索。如果转换成更专业的术语，我们或许可以转译道：“精神专一”或有“守一”之功，“动合无形”或有
“体无”之意，“赡足万物”未必没有形上创生之想。老子“为道日损”“致虚极，守静笃”的工夫在后世道
家学者的身心体证上居有重要的地位，类似的思想在《庄子》也是很有名的。但庄子比起老子这位前
行的修行宗师，其虚静之术更显精粹，我们观《庄子》内七篇有名的工夫论文句，如坐忘论的“堕肢体，
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心斋论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
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所说的也都是虚静之术，虚静之术
意指意识深沉到存在底层的修行方式。老子、庄子后来之所以能结合成“老庄”，能成为“道家”一词的
核心人物，很关键性的因素，甚至是最关键性的因素，当在两子提供的身心修行之术以及奠基在此修
行之术之上所展开的形上理论。
老、庄两子如何结合成诸子百家中道家的核心人物，又如何成为道教系谱中的中坚人物，乃是中

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公案。但不管放在道家或道教的脉络内，身心修行的虚静之术及形上理境都是两
者交集的因素。黄帝因为署其名的经书在后代散佚了，作为诸子百家的“黄帝”的内涵自此淡出历史。
然而，由于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的协助，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黄、老的结合，原来还有很深层的性命
之学的内涵。

《黄帝四经》论及君王的修行之术时说道：“抱凡守一，与天地同极”（《十大经·成法》）；“通天地之
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道原》）。这些语言很可能不是为一般人说的，而是为帝王说的，但抽
离潜存的读者的因素不论，黄老结合形成的“君人南面之术”带有中国政治论中很重要的主体修养之
术，这是黄老之学的一大特色。黄、老的君王也是要修养的，要“守一”，要“通天地之精”。这种修养也
要深入到人的存在的依据，由内圣而有外王，若此种种，黄、老与儒家的政治设计并没有两样。若论君
王心术深入到心性论—形上学的层面，黄、老可谓开了后世心性主体政治学的先河。
如果虚静之术是黄、老、庄三子共享的因素的话，道家结盟的理论依据就有了着落。大体说来，诸

子工夫论的前身是宗教的工夫论，准此，我们不妨追溯黄、老、庄这套工夫论语言源自何处。虚静之术
主要指的不是一套神话的话语结构，而是一套身心实践的技术语言。论及早期的身心实践，我们通常
会想到仪式的作用，仪式与神话不一定永远相连，有的宗教重仪式轻神话，有的宗教重神话少仪式，但
两者常是同一桩上古宗教的两面，亦即叙述的神话面以及实践的仪式面。仪式之重者为斋戒，斋戒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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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斋有戒，学者透过净化身心的各种方法转化人格的构造，以期契近神明。在《庄子》以及与之相关的
《列子》书中，我们都看到“斋戒”的叙述，庄子的“心斋”说更将“斋戒”与“心斋”作对照，“心斋”与其说
是“斋戒”的否定版，不如说是“斋戒”的进化版。心斋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
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此叙述与其说是“不茹
荤，不饮酒”的斋戒规律的否定版，不如说是此工夫的升华。同样，《列子·黄帝》所述黄帝：“斋心服形
三月”，乃得神游到华胥氏之国的叙述，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种叙述不只是寓言，而是别有隐喻之言，
它指引了从“斋戒”到“神游之斋”的过程。事实上，我们观“斋心服形”一词也可联想其说与庄子“心斋
论”的关系。

《列子》的黄帝之斋不是孤例，因为《庄子·在宥》篇有名的中国神仙之说的重要叙述“黄帝见广成
子于倥侗之山”，所述故事的结构也大体类似。这则成了后世神仙说鼻祖的故事不太可能是凭空制造
出来的，因为倥侗山位于北斗星下①，它很可能是昆仑山。黄帝“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特室”
是离俗超凡之室，“白茅”为通神明之草，“三月”为体道论述常用的时间格度，此段话指的也是斋戒以
通神明之事。神仙之说是中国的密教教义，此一难以证实的学说自有它流传的法脉，在其学圈中流
传。我们观在庄子稍后的屈原撰写《远游》的时候，即特别将神仙之道与虚静、无为之术连结在一起，
而这种神仙之术又可追溯到赤松子、王子乔等传说中的至人，这是另类的道家传承。

道家文本中不时可见到的斋戒体道之叙述，虽然其叙述通常是九天之中垂龙爪，难窥全貌，但我
们落实到历史脉络考察，还是可以看到斋戒工夫与早期宗教的关系。《汉书·郊祀志》追溯前代祭祀
的起源时说道：“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吕思勉以为“所谓先圣，盖即
巫觋，此古巫觋之世其官者也”②，此断言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黄、老、庄的虚静之术，其细节虽多不
可考，但其前身有可能都是出自巫官的斋戒经验。我们观《管子·内业》，不时看到此文将斋戒经验和
“鬼神之力”“鬼神莫知”之事连结在一起，亦可略知一二。屈原所说的赤松子、王子乔，我们有理由相
信这种至人即是远古时代的大巫。
斋戒的宗教实践在道家转化神话思维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原初的神话思维是巫教

的一元性，也是咒术的一元性，整体世界的结构乃是一种无名之力的永恒的自我转化，我们可借人类
学之名的玛纳（ｍａｎａ）称呼之，无名之力依变形法则，穿越了各种区别，包含死生疆域的障碍。这种原
初的一元性中没有区别，没有冲突，但也没有文明。斋戒的存在意味圣俗二元对立的存在，斋戒的功
能使得圣俗二元相对之下的“俗”之概念得以成立，它可经由意识的努力，或者说意识的损之又损，脱
胎换骨为另类的圣之存在。黄、老、庄三子的“一”的工夫论与境界论即脱胎于斋戒论，但又赋予“一”
深层的存有论的意义。“道家的一”是“神话的一”的进化版。

如果虚静之术是绾结黄、老、庄三者的思想要素，其前身出自巫教的斋戒的话，“黄老”与“老庄”的
分歧那么大而居然可以同入道家，即非不可解。因为在汉代被建构的这支道家学派中，其虚静的心境
是没有内容的，纯粹的一也就是纯粹的无，它既缺乏孟子学所主张的道德意识，也缺乏荀子学派着重
的虚静之术中的知识之功能，也缺少程朱学派的虚静心灵中的“心具众理”之存有论性格。正因一无
规定，而又要涉世，所以它的内容的决定反而不能不依赖使用者的意向而定。黄老学派学者从虚静心
出发，其虚静之术是君人南面之术的重要成分。“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③，这是儒家的君道，
不是黄老学派的君道。黄老学派的国君利幽不利明，利周不利宣，君王的虚静心灵成了窥伺万物起心
动念之机的利器，极虚静者反而极阴杀。相反，如老庄学派学者使用了虚静之术，他与万物即处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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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庄子）或静观（老子）的处境，主与客不黏不滞，过而不留。这种虚静心的游化意识或静观意识接近
于美学意识，道家与后世美学的紧密关联即是由老庄（尤其是庄子）提供。
神话不总是逍遥的，逍遥、自由这些概念是精神的概念，精神的发展要有动力，要有克服。在神话

原始的一元性中，物化代换，连绵一片，没有任何区别是不可以打破的，性别、人兽之别，各种分类之
别，甚至包含死生之别，都不存在。但“没有任何区别是不可以打破的”这句话也可以反面读，由于这
种无区别并没有带动精神的突破，所以“没有任何区别不可以打破”实质上却是“没有任何区别是可以
打破的”。古史上传说的“绝地天通”的时代，也就是前颛顼的时代，指的大概就是这种原始的统体一
元性的时代。
原始的一元性需要决裂，理性需要发动，文明才有进展，圣凡的分别即是关键的决裂点。宗教的

圣凡之别兴起，哲人透过斋戒等修行工夫的体证，使得咒术的一元性不得不加速分化，分化后的圣与
俗透过了种种仪式的帮助，转俗为圣，产生了圣显的辩证，现象更新，世界重新获得安顿。没有原初一
元性的分化，圣与俗的对立与辩证法则，即没有精神世界可言。黄、老、庄诸子所以不时会运用到斋戒
的隐喻，正因这种遥远的追忆指向了宗教发展史上的关键期。
神话思维的转化是精神发展的巨大工程，不是一蹴可及的，神话思维的一元性的转化是工程的第

一个阶段。神话思维中隐含的一元性的暴力因素则是下一步要转化的目标，我们在黄、老、庄三
子———至少是黄、老的著作中，几乎同时见到道德与非道德并存的因素，神话也可以是很残酷的，老子
的大母神既慈祥也恶煞，黄帝的天子原型既创造文明也毁坏文明。黄老并称，无异母神携手战神，莅
临人间。神话的两面性显示了神话亟须批判并加以超越的面向，神话的价值不宜过度浪漫化，它不总
是带来解放的。
黄、老、庄三子的思想发生在中国文明大变革的年代，他们无疑地都继承了神话的智慧，但也都作

了神话的批判，他们思想中呈现的虚静之一的理念及实践之术，对后世各家各派的工夫论都有相当的
影响，其范围还不仅止于道家或道教。追溯道家思想的起源，笔者认为三子的结合就理念而言，有部分
的偶然，但也有学术的理由可以勾连。三子的神话叙述之暧昧性格加上斋戒仪式所呈现的虚静之术，道
家的性格基本上就定了下来，黄、老走上了虚静之术的政治学，老、庄走上了虚静之术的性命之学。

六、结论

“道家”是先秦各学派中思想脉络最难澄清的一个学派，这个在后世被称为可以和儒家并列的先
秦两个大学派之一，其传承、核心教义都很暧昧，笔者相信后世所谓的道家在战国时期是以“黄—老”
与“老—庄”这两支不同目的导向的学说分别存在的，入汉以后，它们才又和一些诸子合在一起，被命
名为“道家”。道家的内涵之所以难以澄清，乃因这个学派是后溯出来的，被汉代史家整理出来的，它
缺少儒、墨两家内部的团体成员因共享的经典、人格典范、思想目标、集体行动因而形成共同的集体意
识。先秦诸子没有道家的意识，自然没有道家，所以我们也很难追问先秦时期的道家的内容为何。

“道家的本质”不好谈，即使我们用“家族的类似性”界定道家的内涵也很勉强，因为“黄老”的政治
哲学（君人南面之术）的导向与老庄的复性逍遥的导向差距过大，“家族”之义很难建构起来。勉强说
来，我们如果从“虚静之术”，也就是司马谈所说的“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的观点着眼，
倒是可以找到一条贯穿的线索。因为不管“黄老”或“老庄”都有修行至虚极神灵的“一”之层次的工
夫，这种虚静而一的心灵因没有特定的道德意识、存有论意义或认知的内容，而是意识处在其深层的
流动的同一状态中，没有决定相，所以可以容纳“黄老”或“老庄”学者各以不同的思想版图按入其中。
笔者相信黄老或老庄的虚静之术可能都是来自于原始巫教的礼仪传统，也就是来自实践面的“斋戒”
工夫，虽然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与斋戒相关的工夫的细节，也就是不知其异同，但他们确实都有转化
现实意识至于“道”的层次的法门，这些法门很可能承自遂古的工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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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追溯道家的实践面可以找到共同因素的话，我们对道家三子的思想的理论因素溯其源
头，也就是溯其神话来源，发现三子的神话源头各不相同：老子可能源自大母神神话，黄帝可能源自天
子神话，庄子则源自萨满教的升天远游神话。酝酿这三种神话的历史风土不同，三种神话要解释的文
化现象或想达成的目标也不一样。换言之，三则神话缺乏坚固的共同基盘，它们之所以被结合在一
起，就像历史上一些草原民族建立起的帝国一样，统合的基础并不稳固。但学术到底不是政治，道家
一词自汉代形成后，相沿既久，传统自成，学者也就将就着使用这个词汇。
因为将就着用，所以汉代以后，到底有没有明确的道家学派或道家学者，答案就很暧昧，不容易讲

得清。相较于佛教或儒教，情况就很明显。历史上的佛教徒或儒教徒虽然也有持融合说或“三教合
一”说者，但他们的身份的自我认同还是清清楚楚的。这种清晰的学派意识不见于学术意义中的道家
人士，对老庄有精神认同现象的人倒是见于道教人士。说到道教，作为学派的传承的道家与作为宗教
的道教的关系，又是个棘手的问题，其异同很难一刀两断。道家与道教两者应有差别，也不可能没有
差别，我们很难将张鲁或后代的张天师划归为庄周类的人物。但因为两者都具备了与老庄思想相关
联的因素，也具备了转化现实的身心状态的工夫论，两者也可能分别承自了远古的巫教或神仙秘教的
传承，所以雷同之处也不少。道家的内涵本来即驳杂，道教的内涵也驳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更是一
个纠缠难明的区域，历史上出现的现象就是如此，我们探索“道家”思想的源头，不只可追溯到神话，说
到头来，或许连“道家”一词都像是出神话。兹不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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